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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测度与多元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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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探索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元路径，为促进以人为本的乡村旅游

发展和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思路。文章综合质性与定量方法，采用扎根理论、量化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探索多变量交互作用。研究发现：(1)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包含 3大维度，最终可提炼包含 10个题项的

测量量表。(2)在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和经济依赖 6个影响因素中，单项要素中的

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充要条件，必须通过组合路径发挥作

用。(3)在形成的 64种路径组合中，有10个充分性条件路径组合能有效影响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4)10 条路径组

合共产生了 3 大类解释力由高到低的逻辑，依次为情感参与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和经济理性逻辑。(5)旅游地居民

参与和地方依恋在关键路径中扮演核心作用，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来说，其积极情感的生成超越

经济要素的满足，更需优化参与机制和提升情感联系。(6)乡村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生成不依赖单一要素，管理方

要因地制宜选择组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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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与依托[1]，随着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用日益明确，其带来的“人”的感知效应逐渐成

为新的关注点。乡村旅游发展在根本上应以人为本，落脚于人的感知[2]。东道主居民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在旅游的经济、环境

和社会影响长期作用于目的地居民的背景下，居民心理体验和态度反应形成其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这种感知对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3]，也是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核心指标。 

目的地居民的积极感知能够提高居民满意度、社区认同和旅游业支持度[4]，对个体幸福感与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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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居民收入和心理成熟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居民积极感知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其来源和影响因素日

益复杂。因此，研究从早期关注经济感知[5]开始扩展至情感、人地关系和社区等诸多层面[6]。但当下，我国对旅游地居民积极感

知的维度和测量多借鉴国外研究，且主要从不同的单因素路径探讨人地关系要素对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基于我国实践进行的

原生性本土探索还比较缺乏。 

因此，古村落的旅游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更具本质化与系统化的问题：在旅游过程中，居民的积极感知究竟有何内涵？不

同的要素如何单独或组合发生作用以影响居民积极感知？在这一背景下，为探索居民积极感知的内涵与测量，分析其影响因素

形成过程，本文综合使用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探索性和验证性量化分析，以及兼具定量与定性特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法（fsQC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从组态视角分析不同要素的交互作用，并结合案例解释不同要素

的多种路径组合。一方面建构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构成和测度量表，另一方面在以人为本的新型乡村振兴背景下，

探索影响居民积极感知的多元路径。 

在理论层面，目的地居民感知相关研究在国外开始于 1970 年代，早期理论包括 Doxey 的愤怒指数[7]、Butler的旅游地生命

周期论、Ap 和 Perdue 等的社会交换论等较为宏观的理论[8,9,10]。国内的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始于 1990 年代陆林对皖南旅游地的

居民态度进行的调查
[11]
。当下国内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主要是对旅游发展客观状况感知的类型化分析，例如经济感知、环境感

知、效益感知等[12]。虽然居民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是一个重点领域，但目前体现为不同因素的单独分析，且不同研究选取的要素

各有侧重[13]。在乡村旅游发展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需要对不同要素的综合作用进行路径化探索。 

具体影响因素上，居民地方归属感是个体对特定地区的情感投入和依恋[14,15]，居民的地方归属感对旅游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有助于群体利益获得感[16]；居民地方依恋是人与地方长时间保持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感情[17]，能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感

知
[18,19]

；感知权利是居民感受到自己能对当地旅游发展产生影响的程度，会影响居民对本地旅游发展的感知并影响其支持度
[20],Rasoolimanesh 等从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2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知识的掌握程度会影响其参与行

为，也会影响其对当地旅游发展影响的判断，从而对积极感知产生影响[21]；居民参与在行为和制度层面影响居民积极感知，居民

参与旅游程度越高越满意[22]，越会生成积极感知[23]；此外，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是影响居民积极感知的重要传统因素，乡村旅游

对增收具有良好的持续性和累积效果[24]，居民收入对旅游业依赖越强，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越强[13]。以往，不同研究关注特定

单一要素的影响，但现实中，不同要素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不同的要素组合产生不同结果，因此需要对以往分散研究中

的单一要素进行系统化、组合化分析。基于以上，本文从居民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以及经济依

赖出发，分析单因素及不同要素构型对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周庄位于苏州昆山境内西南 33km处，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有“中国第一水乡”之誉。近年来推行以田园综合体为代表的

乡村休闲旅游模式，践行“一村一品”的旅游产品理念，周庄香村获评“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周庄旅游发展的特征

在于居民生活与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性，在推进旅游项目的同时，兼顾民生工程。2019 年，周庄接待游客超 400 万人次，旅游

从业人员逾 6000 人，本地居民占比 70%以上，形成原住民、新创客、旅居者共建共享的居旅共存模式[25]。2020年下半年，周庄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配合国家政策，推进线上线下综合营销模式，促进旅游市场有序重振，成为我国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恢

复的典型。因此，选择周庄为研究案例地具有代表性。 

1.2 数据采集 

本文数据采集方式包括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分阶段采集质性数据与量化数据，进行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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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验证与影响路径分析。数据采集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调研时间为 2020 年 7月 2 日—8 月 2日，访谈方式为线下实地

访谈和线上访谈（以微信和 QQ为主）结合。共访谈居民 32名，其中女性和男性各 16名，年龄区间为 24～73 岁，人均访谈时间

为 25～45min。访谈后将录音转译为文本资料，初步处理后共获得 67202 字的质性文本，为基于扎根理论的居民积极感知维度探

索奠定基础。 

数据采集第二阶段为 2020 年 8 月 20—30 日，本阶段在案例地面向居民发放问卷，共发放 260 份，回收 245 份，有效问卷

229 份，有效率 93.5%，旨在对基于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维度开发的题项进行验证，确定居民积极感知量表。问卷的主要内容包

括两部分，一是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二是居民积极感知测度，题项采用 Likert 七点尺度加以衡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分别给予 1～7的分数，由受测者在相应的数值上打分。 

数据采集第三阶段时间区间为 2020 年 9 月 16—30 日，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195 份，有效问卷 163

份，有效率83.6%。问卷共包含 7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居民地方归属量表，主要参考王纯阳等[22]、McCool 等[15]和杜宗斌等[16]的研

究成果；第二部分为居民地方依恋量表，主要参考王纯阳等[22]和 Nicholas 等[26]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为居民权力感知量表，主

要参考韦瑾等[20]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为居民旅游知识量表，主要参考 Rasoolimanesh 等[21]的研究成果；第五部分为居民参与感

量表，主要参考王纯阳等
[22]

的研究成果；第六部分是居民积极感知量表；第七部分为个人相关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平均月收

入、婚姻、居民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度等信息。样本结构方面，女性受访者的比例略高于男性；41～50 岁之间的受访者比例明

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在本地居住超过 20年以上受访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其它比例；受访者的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 

1.3 研究方法 

1.3.1 扎根理论质性分析与量化题项开发 

1960 年代 Glaser 和 Strauss 关于扎根理论的著作[27]奠定了经典扎根理论的基础，此后的 Corbin 和 Charmaz 等人又创立了

程序化和建构性扎根理论学派。经典学派更适合分析微观的社会过程[28]，在旅游研究中被广为使用，被视为最适于理论建构的方

法[29]。扎根理论并不从研究假设出发，而是在研究开始之前进行理论悬置，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的三阶段过程，

从基于本地生成的、原始的实证材料中逐步生成概念和理论。因此，为探索能够精确适用于我国乡村旅游本土实践的居民积极感

知维度，本文第一阶段选取扎根理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阶段的居民积极感知的测量题项开发。 

1.3.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能够对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进行深入挖掘[30]，该方法并不将各条件变量视为分

离的影响因素，而是分析其以组合方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路径，能够挖掘出对结果变量有解释力的多元要素组合[31]。本文研究旅

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因素属性较为复杂，因此适合运用此方法，按照不同隶属程度建立参数，最后建立真值表探究因果关

系。fsQCA 通过布尔代数的计算方法，解释参数选取一致性和覆盖率作为判断标准，参数解释如下： 

①一致性。一致性用以判断条件构型的因果关系程度，即结果事件 Y 的产生与对应多项原因事件 X 组合的一致性程度[32]，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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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覆盖率。覆盖率指标（Coverage）被用来判断条件 X对 Y的解释力度[33]，其公式如下： 

 

1.4QCA过程的变量赋值 

Ragin
[34]

通过采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运用隶属度将连续变量编码为 0～1的区间范围。本文中对变量具体赋值时，采用两

类方式。第一类针对Likert 量表的测量结果，参照以往研究[35,36]，采用三值锚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当受访居民打分在4～

7时，对应编码为 0～1的隶属度分数，其中打分值小于 4时，视为被访者不同意题项的表述，即不隶属于测量潜在变量的集合，

赋值为 0；分值为 7时，视为被访者完全同意题项表述，赋值为 1；中间值5.5 为交叉点。需要对数据进行校准，涉及到的变量

主要有居民地方归属、地方依恋、居民参与、权力感知、旅游知识和居民积极感知。第二类针对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经济依赖度

因素，则采用 0/1 赋值，“是基本收入来源”编码为 1，“不是基本收入来源”编码为 0，数据分析工具使用 fsQCA3.0 软件完

成。 

2 居民积极感知维度识别与题项开发 

2.1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维度识别 

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将 67202 字的访谈文本划分为两部分，分为探索性和验证性步骤[37]。第一部分

（前 25个访谈对象文本）作为编码基础文本，执行探索性功能；第二部分（余下 7个访谈对象文本）作为验证性文本。在探索

性阶段进行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原始的实证材料进行分解、编码，提取

概念，逐渐形成维度体系。当不再出现新编码时，视为理论饱和，完成探索性阶段。在验证阶段，对余下的文本资料进行独立编

码，再与第一阶段编码进行对照，确认无新编码。最终，扎根理论分析共获得 161 个原始编码，生成了 13个概念化描述与3个

范畴。进而，以上述概念为基础，以可读性、易理解性为原则，编制居民积极感知的测量题项。 

2.2 居民积极感知的题项开发 

在问卷基础上，本研究邀请两位参与者随机对问卷题项内容的针对性和清晰度进行初步评价，在此基础上形成探索性问卷

进行发放和收集。回收的有效问卷 Cronbach'sα=0.840>0.80，表明数据信度可靠。同时对数据进行 KMO 分析和 Bartlett's 检

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00,Bartlett's 检验值为 1409.435，显著性水平为 0.00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删除因子载荷小于 0.50的题项，得到包含 10个题项的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量表。 

最后，采用最大方差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得到了特征值大于 1 的 3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23.543%，

第二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21.720%，第三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19.067%，累积解释方差为 64.330%。结合内容分析，对提取的 3

个公因子进行命名，分别为“自我体验积极感知”“客观生活积极感知”和“社会质量积极感知”。 

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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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前，首先需要检验数据是否符合常态分配，以避免对数据分析结果造成偏误。根据 Kline[38]提出变量

分配的偏态绝对值小于 3，峰度绝对值小于 10的标准，数据只有符合上述标准，才可使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ML）

来估计。结果显示，删除因素负荷量不符合要求的题项，用于分析题项的偏态值介于-0.595～0.656 之间，满足绝对值小于 3；

峰度值介于-0.854～1.649 之间，满足绝对值小于 10的标准。 

各变量的 Cronbach'sa的值分别为 0.901、0.788、0.953、0.894、0.812、0.942，问卷的变量信度均大于0.7，达到接受范

围，显示问卷中的各因素变量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各题项的因素负荷量介于 0.619～0.931，符合 Kline 提出的因素负荷量值不

低于 0.6 的标准[38]，且题项的测量误差不能有负值，同时达到显著的要求；组合信度（CR）值分别为 0.928、0.855、0.963、

0.923、0.867、0.950，满足大于0.7 的要求；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值分别为 0.721、0.543、0.813、0.705、0.570、0.658，

符合大于 0.5的标准
[38]
。 

效度检验一般是针对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收敛效度的检验通过 AVE 的值大于 0.5 即可获得通过。区别效度的检验

主要采用 Fornell 等[39]建议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大于变量与对应变量的相关系数，则称变量之间具有区别效度，可以看出变

量之间存在区别效度，通过计算可以看出，结果满足区别效度存在的要求。 

3.2 单变量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分析 

在模糊集分析中，一致性表示变量解释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覆盖率表示必要条件。但由于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

究的对象往往因果关系复杂，在计算条件构型时难免出现误差。因此，Ragin[34]建议在进行必要条件分析过程中可以进行 0.1 左

右校准值的调整，不一定需要满足严格的子集关系要求。地方归属、居民参与作为单变量的一致性达到 0.9 以上，显示一致性较

高，是实现旅游地居民积极影响感知的近似充分条件，其余单变量对旅游地居民积极影响感知均不构成充分条件。在必要性条件

中，除感知权力和旅游知识外的各个单变量前因条件影响旅游地居民感知的必要性均未超过 0.9。综上，所有单变量因素均非旅

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影响因素的充要条件，不同单变量要素需要以条件构型的形式出现。 

3.3 影响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路径组合分析 

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矛盾组态，本文将 PRI 一致性（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阈值设定为0.75[40]。应

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单项一致性均高于 0.75，符合要求。计算精简后共有 10组充分条件构型，组合解的总体覆盖率为

0.934747，解的总体一致性为 0.84116，表示这 10 条路径组合能够有效解释 93.47%的居民积极感知结果。通过对 10 条路径的

解释力与要素组合分析，可发现其呈现为三大类逻辑，即情感参与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和经济理性逻辑，三大类逻辑在以周庄为

案例地的居民积极感知中发挥着不同层次的作用（图1）。 

第一类路径组合的原始覆盖率大于 0.6，包括路径组合 1（居民参与*地方依恋*地方归属）其原始覆盖率为 0.762737，能够

解释 76.27%的案例；路径组合 2（居民参与*地方依恋*经济依赖），其原始覆盖率为 0.641148，能够解释 64.11%的案例。可以看

出，原始覆盖率较高的两个组合均呈现出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的组合，呈现出情感参与逻辑。 

第二类路径组合的原始覆盖率处于 0.4～0.6 之间，包括路径组合 5（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地方归属*经济依赖），能够解释

59.40%的案例；路径组合 6（旅游知识*地方依恋*地方归属*经济依赖），能够解释55.15%的案例；路径组合 10（旅游知识*居民

参与*权力感知*经济依赖），能够解释 48.46%的案例。可以看出，该类组合均包含旅游知识与经济依赖的组合，即对旅游发展认

知层面和对旅游发展的生活实用性层面的组合，呈现出认知实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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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乡村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影响要素与路径逻辑 

注：路径逻辑的圆圈面积越大，解释力越高。直线表示该逻辑中最重要的要素；均匀虚线表示该逻辑中次重要的要素；不均

匀虚线表示该逻辑中第三重要的要素。 

第三类路径组合原始覆盖率小于 0.4，包括路径组合 4（～旅游知识*地方依恋*～权力感知*经济依赖）(1)；路径组合9（旅

游知识*居民参与*权力感知*～地方归属）；路径组合 8（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地方依恋*～权力感知*～地方归属*经济依赖）；

路径组合 3（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地方归属*～经济依赖）；路径组合 7（旅游知识*～居民参与*～权力感知*地方归属*～经济

依赖），分别能够解释 22.40%、15.81%、7.83%、6.06%和 5.21%的案例。可以看出，该类路径组合均离不开经济依赖或旅游知识

的其中之一，且大多“一定不包含”情感要素，例如地方归属和地方依恋，呈现出经济理性逻辑。 

总体来看，在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生成过程中，三大类逻辑的作用呈现出不同层次，情感参与逻辑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认知实用逻辑其次，经济理性逻辑再次之。同时，路径要素中的居民参与扮演了关键角色，原始覆盖率最高的路径组合“一定包

含”居民参与，而原始覆盖率最低的路径组合则“一定不包含”居民参与。同时，旅游知识在 10条路径组合中出现了 7次，频

次最高，反映了认知层面发挥的中坚作用。最终，原始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均最高的组合是情感要素和参与要素的综合作用，并

不一定需要经济要素的介入。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运用质性分析与模糊集比较分析方法，基于中国案例实践，创新建构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概

念维度，开发和验证了其量表；进而探索了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条件构型，阐明了具有较高的解释力的要素及其路径

逻辑，为我国乡村旅游培育和维护居民积极感知提供了本土化、科学化的理论基础。 

第一，本研究探索了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提取了客观生活感知、社会质量感知和自我体验感知 3大范畴共 13个概

念描述。以往研究中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和测量题项多借鉴西方研究，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我国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体验，同时以往

的测量题项较为分散，不能精确、完整地描述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乡村旅游实践，采用扎根理论探索、问

卷编制、题项验证的多重步骤，最终建构了包含10个题项的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本土化量表，以此量表为基础，本研究进行

了基于 fsQCA方法的目的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要素路径探索。 

第二，在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和经济依赖 6个影响因素中，虽然单变量因素分析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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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居民参与、旅游知识和地方依恋都具有较高一致性，代表较高解释力，但是所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古村落旅游地居民

积极感知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因素必须以条件构型发挥作用。该结果说明，乡村目的地在提升居民积

极感知的过程中，不可只依赖某单一要素，需因地制宜选择条件构型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升居民积极感知。 

第三，古村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因素共产生了 10个条件构型，可划分为三类逻辑，分别为情感参与逻辑、认知实用

逻辑和经济理性逻辑，三大类逻辑在居民积极感知生产中发挥不同水平的作用。其中，具有最高解释力的情感参与逻辑呈现出居

民参与和地方依恋的组合，是具有高度情感特征的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包含旅游知识与经济依赖的组合，反映了居民对旅游发展

认知水平和经济效益感知的综合作用；解释力最低的逻辑是经济理性逻辑，该类组合依赖经济要素，大多脱离情感要素影响。这

一结论反映出，对于以周庄为代表的，较为成熟的旅游地来说，其居民积极感知的来源已经超越经济要素的影响，高度依赖于居

民能够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因此，目的地管理方在提升居民积极感知时，需加强情感要素的建构，例如通过设计促进

主客情感交往的活动、拓展便于主客情感交流的公共空间，提供公益性的东道主文化和知识培训，出台针对东道主居民的本地休

闲观光福利政策等，要将作为东道主的主人翁感、获得感、认同感和责任感融入居民日常体验。 

最后，旅游地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在关键路径中扮演核心作用，强化参与机制和情感联系是提升居民积极感知的有效路径。

以往研究已指出在扶贫旅游中居民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
[41]
，但多指经济层面的参与，例如通过农村居民的经济

参与释放土地红利[42]。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单纯的经济参与之外，更要重视提升居民对当地旅游业的过程参与和情感参与，同

时要注重发挥居民旅游知识的中坚作用。以往研究提出了旅游地政府进行居民技能培训能够提升其满意度[1]，本研究更系统地说

明，要促进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感知，要推进参与方式的多样性，提升参与过程的知识性，并在参与过程中不断生成和

培养地方情感，才能高效提升居民积极感知，促进“以人为本”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研究结论适用于新时期乡村旅游的恢复、转型与发展，目的地可根据自身需求因地制宜选择最佳路径。在后疫情时代，近郊

乡村目的地成为人们旅游的优选，因此乡村旅游居民将接待更多元化的旅游者群体，要提升居民积极感知，目的地管理者需要从

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以及经济依赖等组合出发，为居民做好心理储备，提升居民和组织应对多

元化游客的交往和交流能力，例如进行有关文化和交流的培训，增进居民的安全和应急知识，提升居民的归属、依恋感和权力

感。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旅游者和居民对健康保障的要求都有所提升，因此在实现居民积极感知的过程中要考虑未

来新生变量的出现，例如健全的疫情防控措施，健康服务系统和医疗设施的供给保障等。由于本研究调研时间在 2020 年 7～9

月，该时间段国内疫情防控成果显著，周庄旅游业重振有力，因此该时段的调研中居民对健康保障的关注并不明显，这也是本研

究的一个不足之处。近来疫情的反复使健康安全议题更加深入人心，因此未来在探讨居民积极感知构成和其影响因素时可将健

康、安全保障议题进一步纳入框架，为后疫情时代的旅游和乡村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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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是变量之间的连接符号，表示“且”的交集关系;“~”表示“非”，即“不存在”。 


